
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

李 禹 阶

摘　要：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大都为男性。他们

既是氏族、部落中掌握神权、军权的首领，还是聚落秩序及原始道德的维护者及知

识文化的掌握者。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巫师兼首领的贵族群体以神权和王权

的力量，逐步占有并控制公共资源，由此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

随着颛顼宗教改革，原始宗教逐渐演变为等级化、家族化的 “宗自为祀”的祭祀礼

制。商周时，专门的巫师、贞人群体逐渐分化为巫、祝、卜、史等角色。女巫群体

则从这时出现，而以女巫为牺牲以贿神、赂神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西周时期，传统
“巫王合一”“巫政合一”中的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而

民间巫、卜、医等则延续于乡里社会中，成为古代民间宗教的承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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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氏族、部落的神权、军权往往是合一的。这些氏族、部落
的酋长，既是主持宗教祭祀仪式的巫，也是掌握军权的首领，并在史前社会复杂化
进程中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从２０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对中国文
明起源中的巫及其功能、角色演变分别从甲骨文、文献学、考古学、哲学或不同历
史时段进行了研究，① 这些论著对我们认识巫的起源及其功能、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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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受到地下出土材料和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理论的局限，以及研究者

在研究角度、领域和历史时段的不同，过去对文明起源中的原始宗教及巫的研究往

往限于一隅，缺乏较全面而翔实的论述。由于史前中国神权与王权所具有的相融性、

同一性特征，原始宗教和巫的角色演变，不仅涉及史前文化、宗教的相关问题，也

对探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该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

不言而喻。近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学科理论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在前人

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史前宗教及巫的研究。本文正是在近年来丰富的地下出土材料

及相关理论基础上，对原始宗教及巫的性别、职能、角色演变，神权对史前分层社

会和早期国家产生的作用，商周时代宗教与巫的二元分化，女巫群体形成等问题作

进一步较全面、深入的研究，试图以此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中宗教、礼制、

国家的相互关系及其特征。

一、史前社会复杂化与原始宗教

史前中国的原始宗教有一个漫长发展进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就出现了

具有原始宗教遗迹的聚落遗址。例如距今８０００年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

就发现宗教仪式性器物如龟甲、骨笛等。而在距今７０００多年前的北方内蒙古兴隆洼

考古文化的兴隆洼遗址、阜新查海遗址中，就发现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如玉玦、玉

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等。这些出土玉器磨制精良、通体抛光、精巧别致、刃部

无使用痕迹，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用 “神器”。尤其在查海聚落遗址中心发现用碎石块

堆塑出的一条长１９．７米的 “石龙”，其南侧有墓葬和祭祀坑，应该与宗教祭祀有

关。①兴隆洼遗址 Ｍ１１８，墓主为男性，墓葬中出土的玉玦、牙饰、穿孔牙饰以及钻

孔圆蚌等，说明墓主可能是氏族、部落里主持祭祀、占卜的酋长一类人物。这表明

伴随原始定居聚落的产生而出现了最早的原始宗教及祭祀、占卜等形式，并可能已

出现主持这种祭祀、占卜的巫师一类人物。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永远没有 ‘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

巫术简单地说都是 ‘存在’，古已有之的存在。”② 当人类社会还处于蒙昧状态时，

·９６１·

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

②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等等。这些论著分别从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
哲学、文学领域对先秦宗教及巫的起源、功能、特征等进行了探讨。但是由于其研究
的角度、时段、领域的不同，从多学科角度对文明起源中的巫作整体、综合性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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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１９９２年发
掘简报》，《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５７页。



巫师及其所从事的求神、占卜、驱疠等巫术就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伴生物产生了。

但是，作为史前先民社会群体性、聚集性的原始宗教活动，则是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

而逐渐形成的。在史前中国，正是随着各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原始宗教迅速发展，

宗教祭祀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例如在湖南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下层，发现距今７０００年

左右、面积在１０００平方米大小的大型祭祀场。而在湖南澧县发现的距今６０００年前的

城头山古城遗址中，亦发现椭圆形大型祭坛和４０多个祭祀坑，以及放置有 “祖”形

大砾石的祭坑。它说明在这一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原始宗教在迅速发展。

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我国各区域社会中原始宗教开始蓬勃发展。如著名的辽河流

域的红山文化，太湖、钱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遗址中，都不断发现史前大型宗教

祭祀遗址，亦发现许多大、中型祭坛及随葬有大量祭祀器物，包括早期礼器的墓葬。

它说明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史前中国各区域原始宗教不断发展，并且可能已出现专

门的觋巫、祭司群体。

史前中国原始宗教的发展，与其时的社会复杂化密切相关。距今７０００年前就出

现了具有战争与防御性壕沟的环壕聚落组织。例如在距今８０００—７０００年左右的内蒙

古兴隆洼遗址、长江中游的湖南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中，就发现了环壕设施的聚

落。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左右，环壕聚落逐渐增加，同时以级差为特征的聚落群组织

不断出现。目前在我国中部、东部与北方的史前文化区域，都发现了许多这种花费

巨大、具有战争防御作用的先民环壕聚落及 “古城”等。王震中认为，在这种史前

社会的演进中，“中心聚落、原始宗邑和酋邦三者在外在特征和内在功能上是一致

的，它们共同的特征主要是神权政治或神权与军权并重，氏族部落社会中的不平等

和以血缘亲疏作出身份和政治上的等差”。① 这是因为早期国家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在文明诸要素如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合力作用

下不断演进的。正是这些要素的聚合，使得早期国家在演进中蜕变而出。其结果，

不仅使早期先民社会在通过内聚方式提高对外应力机制中，逐渐构成血缘与地缘相

结合的社会政治体；也在不断强化、完善其氏族、部落的公共职能及原始道德、宗

教信仰等精神生活要素中，形成早期华夏文明独具特色的原始宗教和作为祭祀主持

者兼社会管理者的觋巫群体。

二、史前巫师的性别特征及社会角色

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及原始宗教的发展，各区域出现大批反映原始宗教遗迹

的聚落遗址。从考古材料看，当时的巫师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也是原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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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震中：《中心聚落形态、原始宗邑与酋邦社会的整合研究》，《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４年
第４期。



仪式的承载者。这些首领兼巫师的人大都为男性，并在氏族、部落中占据着神圣
地位。

１９９９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秭归距今８５００—７８００年的东门头遗址中发掘出一
块太阳神石刻。太阳神刻为一个直立男神像，躯体底部顶端内刻画有男性生殖器。

太阳人图像腰部两旁，分别刻画星辰，头上方刻画有２３条光芒的太阳。同时还出土
一件红色陶盆，盆口沿平折并呈放射形光芒状。① 显然，男子刻像及红色陶盆，均
体现出超自然的太阳崇拜及人与神通的宗教观念，而该男子应是当时聚落的巫师。

几乎与此同时，在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发现一尊人物坐像。其人
物形象不具女性特征，可以认为是男性，该座像双手掌部虽然残缺，但仍可以看出
其双手似作祈祷状。② 它说明当时从事宗教祭祀的巫师主要为男性，并且受到尊崇。

秭归东门头人物石刻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的巫师及太阳崇拜现象，可以说
开启了该地区 “太阳神”崇拜的先河。

在距今约７０００多年前的北方内蒙古兴隆洼遗址、阜新查海遗址中，也发现选用
真玉精制的玉器如玉玦、玉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等祭祀用器及男性巫师兼首领
的情形。例如 Ｍ１１８，系一随葬品丰富之典型墓葬。经鉴定墓主为男性，殉葬器物
有整猪２只及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蚌器等几类器物。从随葬器物来看，墓主
应是氏族部落中有权势的男性军事首领兼巫觋一类人物。而在距今６４００年左右的河
南濮阳仰韶文化西水坡遗址墓葬中，发现 Ｍ４５大墓的墓主系一身长１．８０米以上的
成年男性。在该墓葬右侧，有由蚌壳摆塑的一龙，其左侧有由蚌壳摆塑的一虎。在
此墓东、西、北三小龛内，各葬一少年，似为殉葬者。在距该墓南的地穴与灰坑中，

则发现有用蚌壳砌成龙、虎、鹿、蜘蛛和人骑龙、人骑虎图案。与该墓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该墓葬群中的其他墓葬，均葬具简单，仅有少量石制工具及生活用品随葬，

许多墓葬则无随葬品。这种对比既反映出当时宗教祭祀的神权具有极高地位，也说
明 Ｍ４５男性墓主是聚落先民中能与天地、神祇沟通的大巫，有着很高权威。

从考古材料看，距今６０００多年前的原始宗教主要还是出于先民生产、生活的实
用需求。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收成较稳定且缺少危险的生产活动大都不能产生巫术
等形式，只有在既危险并且产量具有偶然性的生产活动中，“故有繁重的巫术仪式以
期安全而佳美的效果”。③ 因此，早期原始宗教大都符合先民实用性的原则。但是，

随着史前社会的发展，这种仅仅属于实用与经验性质的原始宗教，则开始发展为早
期分层社会中或大或小的，具有超越性、“权威”性的神圣权力，而这些掌握神权或
兼及军权的巫师则成为聚落或聚落群的各级首领。这种现象在距今６０００—４５００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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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仙竹、马江波：《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的源流与传播》，《四川文物》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１９９８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００年
第８期。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１５页。



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中甚为普遍。例如济南焦家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
大型墓葬２０多座。这些大墓中最典型的是 Ｍ１５２。该大墓葬具为两椁一棺，墓主为
老年男性，仰身直肢。棺内墓主身边随葬物多为玉器，包括耳饰、指环、臂钏、钺
和刀，另有龟甲器、蚌片、骨梳、骨雕筒等随葬品。还发现陶器多件。① 从随葬品
看，该墓主不仅可能是该聚落掌握军事与行政权的首领，也是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

从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遗址墓葬中，都能发现男性巫师兼军事首领的普遍情况。

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中，通过对随葬品分类或能够进行的人骨鉴定看，可以
大致确定当时的社会分工与性别、职业等情况。在对大汶口遗址墓葬初次发掘中，

随葬品与性别关系就明显表现出来，即男性主要以武器、工具等陪葬，女性以纺轮、

骨针等陪葬。② 在大汶口遗址墓葬第二、三次发掘中，这种情况更为典型。③ 它证
明大汶口文化类型的墓葬器物种类大致与男女性别有比较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在
其他考古遗址墓葬中亦有体现。例如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墓葬中，“按史前墓葬的
常例，凡纺轮和斧 （钺）不共见者，一般作墓主性别的区分”。④

此外，通过对大汶口遗址墓葬随葬品分类，可以大致确定当时从事宗教祭祀的
巫师的性别及职业情况。在大汶口文化中，专门用于宗教祭祀、占卜的涂朱龟壳、

龟甲、象牙琮等 “神器”主要发现在男性墓葬中，而女性墓葬则十分稀少或几乎没
有。同时，在这些男性墓葬中，往往发现许多体现富有或权贵身份的随葬品。它表
明当时主持祭祀、占卜的巫师，基本为男性，且为氏族、部落权贵人物。

在大汶口遗址早期墓葬中，大墓１３系成年男女合葬墓。有大型葬具，人骨架按
照男左女右排列。随葬品有４０余件，包括陶制壶、罐、尊、鼎、豆及猪头、象牙雕
刻物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男子颈下锁骨间，放有象牙琮２件，左手附近有象牙雕
筒、石铲等物。象牙琮是当时难得的器物，在古代是祭祀天地之神器。它说明该男
性墓主既是一名富有者，也是主持祭祀、占卜的巫师。在大墓５９中有一单人仰卧直
肢，墓葬中发现象牙雕筒、盔形器等随葬品，应该为男性。该墓主同样在锁骨间佩
象牙琮一对，应是与祭祀、占卜有关的人。在大墓２６中除发现猪头、骨镞及石质武
器、工具如锛、砺石等外，墓主头部左侧还发现一精美透雕象牙梳，头下压一象牙
琮，左肩上方放一象牙琮。此外，在墓主腰左还发现石铲一件，腰右发现指环与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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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各一个，二膝间则放置一骨雕筒。① 从其随葬品中的武器、工具及象牙琮、龟甲
来看，此墓主应为男性首领兼巫师。

大汶口晚期情形亦与此相似。例如墓葬４系单人仰卧直肢葬，墓主人骨架高大，

约１．９０米，随葬品除了有石刀、砺石、骨镞、骨钩、骨锥等物及陶器外，在左腰间

佩一精工雕琢的骨雕筒，右腰和右膝旁均放置一龟甲。② 从其身体构架及随葬的武
器、工具、龟甲等来看，该墓主为男性并系祭祀、占卜的巫师是无疑的。

在能够确定为女性墓主的大汶口墓葬中，则很少发现象牙琮、龟壳、龟甲等宗教

祭祀用品。值得注意的是晚期男女合葬墓１。该墓中的男子埋葬位置居中，环绕周身

的随葬品丰富，除了工具、武器外，在其右腰部佩一龟甲，头部左侧有石笄、骨笄、

鼎、豆各一件。而女性墓主则葬于男子墓主右边拓展出的一小坑内，其随葬品仅颈部

佩一玉管，右腰部佩一龟甲。从随葬品及墓葬位置看，该女子显然地位卑微，并附属

该男性墓主。而在男女腰间分别放置一龟甲，推测该男性墓主系这个部落的首领兼巫

师，旁边小坑内的女子则可能系其妻子。③ 它除了说明当时的男子地位高于女子外，

还可看出其时以父系为核心的家长为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兼首领的情形。

弗雷泽曾把早期巫术分为 “个体巫术”和 “公众巫术”两方面。在他看来，“个

体巫术”属于驱邪避魅的法术范围，而 “公众巫术”则是一种关系氏族、部落整体

祸福、吉凶的法术与禁忌。所以，早期社会的 “公众巫师占据着一个具有很大影响

的位置”。④ 史前中国社会亦是如此。随着史前分层社会的发展，史前巫师群体也开
始了分化进程，即作为整个聚落群的首领，有的是具有王者身份的大巫，也有的是

其下属各聚落的军事酋长兼巫师，甚或还有专门从事巫职的僚属。这种情况在距今

５０００年前后的聚落墓葬中已表现得十分突出。距今５５００—５３００年的凌家滩史前遗

址，是目前发现的一处具有代表意义的大型祭坛遗址。发掘者认为，祭坛遗址的红
陶土块的建筑可能是当时的神庙遗址。⑤在凌家滩遗址中，墓地、祭坛均处于该区域

最高位置，象征着它们在该祭祀区域的极高地位。祭坛是祭祀神灵的专用场所，分

布在祭坛周围的墓葬，以及随葬如此多的玉礼器，说明该墓地中埋葬的基本是贵族

性质的人物。而从随葬的诸多钺、锛、斧等武器、工具及有鲜明宗教特征的玉礼器
之间的组合关系看，这些墓主很可能是当时聚落群落的男性巫师兼军事首领。

凌家滩遗址墓葬充分显现了那些巫师兼首领的权贵人物不同的身份、等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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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家族或氏族组织中的不同地位。例如在整个墓葬群中，排在第一排的８７Ｍ４是
一个典型的随葬重玉礼器及石制精美武器、工具的大墓。该墓发现玉器１０３件，包

括玉龟、玉版、玉钺、玉斧、玉玦、玉璜、人头冠形器件等。一些玉器绘有图像。

例如在玉龟的腹甲、背甲之间夹着的一块玉版上，刻画着由大圆、小圆等组成的类

似于八卦的图形。研究者多认为这些玉版、龟甲代表了 “天圆地方”“四极八方”的
宇宙观，或是 “日行中道”宗教观念的图示，是用于八卦、占卜的法器或测天、祭

祀用具。① 该墓还出土了当时极其少见的制作精美的 “钺王”“斧王”“锛王”。发掘

者认为：“墓中随葬的重要玉器如玉版 （刻划原始八卦图）、玉龟、玉勺、玉三角形

饰、玉扣形饰、玉砭石、人头冠形饰和菌状饰，这些重礼器应属于工具类，可能与占
卜巫师类人物有关。”②

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中的０７Ｍ２３，是位于凌家滩墓地核心区域即南墓地祭坛

附近的墓地。０７Ｍ２３中的随葬品大多数为玉器，器物以钺、环、镯、璧、锛、凿等

重礼器及武器、工具为主。③ 在墓主腰部正中发现１件玉龟及２件玉龟状扁圆形器。

这三件器物在墓主腰部呈扇形放置，应为一套组合器物。在玉龟腹腔内各放置一两

件玉签。这些物件应是作为整套占卜工具来使用的。这些发现表明凌家滩时代的占

卜、原始八卦已普遍运用。墓中发现玉镯３８件，其中在墓主双手臂位置，各有１０
件一组的玉镯对称放置，显示了其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人物的形象。④ 此外，从该墓

中出土的２件玉钺与５３件石钺，以及数量众多的斧、锛、凿等典型的男性使用的武
器、工具看，该墓主应是酋长、大巫师之类的男性 “王巫”一类人物。

凌家滩墓葬中的层级化趋势已十分明显。例如在第一、二、三次发掘的墓葬群

中，从南到北分为８排，其中重玉礼器主要分布在第一、二排。例如除了８７Ｍ４外，

８７Ｍ１５、９８Ｍ２９、９８Ｍ１６等大墓，均出土大型祭祀礼器与象征权力的钺等器物，说明
这些墓主仍然是具有很高辈分及家族地位的军事首领兼巫师一类的人物。⑤ 如９８Ｍ２９
中，发现随葬品８６件，其中玉器５２件。玉器包括玉人、鹰、璜、璧等；石器包括钺、

戈、锛。从其发现的数量较多的钺、戈、锛等看，该墓主应系男性。而随葬的玉人、

鹰则与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有密切关系。在８７Ｍ１中，出土玉器１１件，其中有玉人

３件。这３件玉人与９８Ｍ２９中发现的玉人在形体与特征上大致相同，应该都与宗教祭

祀有关。参照其他随葬品，说明这两个墓主可能就是以祭祀为主要职业的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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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凌家滩遗址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关系来探讨墓主性别，可以看到，拥
有女性的随葬典型器纺轮的墓葬，往往随葬品规格较低。例如在４４座墓葬中，有７
座发现石、陶纺轮８件 （石１，陶７），这些墓葬除了８７Ｍ１１由于被上层墓葬打乱无
法窥其全貌，８７Ｍ１３墓主据发掘者推测可能为未成年人外，其中９８Ｍ３２中随葬品
仅陶器９件，无一件玉、石制品；９８Ｍ１９随葬玉器９件，陶器９件 （包括纺轮２
件），无石器，其墓坑位置和随葬品等级、数量明显低于其他墓。比较特殊的是

８７Ｍ９，墓葬中发现随葬品８２件，包括璜、镯、玦、坠饰、丫形器等玉器６０件，
“推测墓主人生前虽不具有军事或政治、宗教地位的官职，但身份较高，生前地位也
较高”，① 可能系贵族家族的富有女性。②

花厅遗址是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黄淮地区重要的史前遗址，典型反映了北方大
汶口文化与南方良渚文化的交汇融合。在花厅遗址北区墓地发掘墓葬６２座，其中大
型墓１０座，中型墓葬３２座。１０个大墓中共发现８例人殉现象，反映了这１０座大墓
系部落里的重要人物。花厅墓地出土的玉器如兽面纹玉琮、玉琮形管、刻简化兽面纹
的玉锥形器、大型玉锛、双孔大玉钺等，在形制、玉质、纹饰上均与良渚文化宗教祭
祀玉器相同。故发掘者认为其 “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既可代表王权，又能沟通天地
鬼神，是地位高下与贵贱等级的象征物”。而其人骨经鉴定大都为男性。例如大墓

Ｍ５０，墓主经鉴定为一２５岁左右的强壮男子。该墓葬大量随葬品，其中有玉琮、玉
锥、玉锛、玉管、玉珠、玉斧等，其精美的镯式琮和长条形有段大玉锛、双孔玉钺放
置在墓主的腹部及腿部。墓主脚后殉葬２具少儿骨架。整个墓葬气势宏大，随葬器物
壮观。再如大墓 Ｍ６０，墓主经鉴定为一个３０岁左右的男性，墓主胸部发现由２４件斑
斓缤纷的鸟纹玉佩、半圆形玉璜和玉环、玉坠组成的特大型项饰，左右手臂上戴有环
形玉镯，显然是从事宗教祭祀的器具。而在花厅墓地发现的其他大墓，其随葬品种
类、规格则显然要少而低。它说明虽然同葬一处墓地，但其等级地位已存在差异。③

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包括方圆数十里的 “坛、

庙、冢”，并建有大型祭坛，规模巨大，气势恢宏，十分明显是祭天及礼祭那些手握
神权与政权的上层贵族人物的。红山文化有着 “唯玉为葬”的传统，“玉器作为积石
冢墓葬主要甚至唯一的随葬品，也是祭祀址中与人的关系最近的物品，它们的功能
应主要与通神有关”。我们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随葬玉器的中心大墓和大型土圹石
棺墓中，可看出这些身份显赫的墓主均为男性，且具有巫师的通天媚神及占卜的职
能。如Ｎ２Ｚ１Ｍ２１，墓主经鉴定为男性，约３０多岁。墓中发现随葬玉器２０件，包括
玉兽面牌饰１件，玉璧１０件，玉镯１件，玉璧形饰１件，被钻龟甲等，是随葬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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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大墓。这些玉璧、玉兽面牌饰、龟甲，应该系祭祀、占卜之用。大墓Ｎ５Ｚ１Ｍ１，

墓主经鉴定为５０多岁的老年男性。墓葬中发现随葬玉器７件，包括璧、鳖、鼓形
箍、镯、勾云形器等，鳖分别放置于遗体左右手部位。该墓葬地层还发现玉珠、玉
联璧、玉蚕、石斧、石锛等，墓主显然系身份显赫的大巫师兼部落军事首领。

Ｎ１６Ｍ４系成年男性墓，随葬玉器６件，绿松石坠饰２件。玉器中有凤１件，玉人１
件，镯１件，环２件，分置于墓主的头、胸、腰腹部位，均保存完好。从随葬的凤、

玉人来看，均具有通神敬天的功能，“寓上下贯通的玉巫人，更是通神作法时的具体
形象；双手各握玉龟应与表现神权有关”。① 而Ｎ２Ｚ１Ｍ２３，墓主疑为成年男性，墓中
发现龙凤佩１件，钺形壁１件，镯１件，绿松石坠１件，其随葬品的规格、数量显
然与前述墓葬有着区别，其生前地位应在Ｎ２Ｚ１Ｍ２１、Ｎ５Ｚ１Ｍ１等之下。这种情形，

既表明红山文化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基本为男性，也表明巫师群体中已有等级差异。

因此，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由于大型或超大型聚落群的出现，史前巫师的地
位、角色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说在距今７０００年前后的巫师主要还是在单个或小
型聚落群中通过实用性、经验式的 “权威”获得先民尊崇的个体巫者；那么这一时
期巫师的权威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权威既有着早期巫术、巫师的实用、经验的特
点，也有着分层社会中神权与军权结合的 “公众”式首领人物的属性。这种属性表
现在史前各大型、超大型聚落群中的 “王巫”与不同级别的军事首领兼巫师等身份
上，甚至也表现在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的 “祭司”性质的 “巫臣”“巫僚”身上。

在良渚文化墓葬中，这种属性十分明显。良渚古城西北方坐落着良渚文化最高
级别的贵族坟山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共有１１座墓葬，出土成组成件的璧 （１２５件）、

琮 （２１件）、钺 （５组），以及璜、镯、三叉形冠饰、圆牌形饰、龟、蝉等玉制礼器、

饰品数十种。反山墓地的第一台阶上有９座墓。其中最显赫的 Ｍ１２大墓中，发现随
葬玉礼器、饰品达６４７件。这些随葬玉器包括大玉琮、大玉钺、镶嵌玉件的彩绘漆
盘和漆杯、完整的神人兽面 “神徽”等，从大玉琮、大玉钺、神人兽面 “神徽”等
看，墓主应该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神权的男性首领即 “王巫”。而在 Ｍ１２大
墓两侧，分列着 Ｍ１４、Ｍ１６、Ｍ１７、Ｍ２０等几座墓葬，墓中均有数量较多随葬品。

从随葬品种类看，这５座墓均系男性贵族墓，但是其随葬品规格、种类、数量与

Ｍ１２相差很多，可见 Ｍ１２与这些分列两侧的墓主，其等级、地位有很大差别。在
这５座大墓之外，Ｍ２２、Ｍ２３系女性墓，从其墓葬位置及随葬品看，应系 Ｍ１２、

Ｍ１４墓主的配偶。而 Ｍ１５、Ｍ１８则位于墓地西并稍远，墓穴相比较浅，随葬品规
格、种类相比前述５墓明显更差一些。但是，从这两个墓主 “有资格入葬反山土台，

亦随葬有琮、雕琢神人纹的冠状器等数十件玉器，应为等级较低的贵族，似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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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１９８３—２００３年度）》，
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８２、９７—１０４、３１２、４０３、４８２页。



Ｍ１２为中心的上层贵族的 ‘臣僚’、 ‘巫觋’一级的人物”，① 而 “其中 Ｍ１２、１４、

１６、１７、２０的墓主人更可能是身兼酋长、巫师的人物”。②

在良渚古城的瑶山祭坛及墓葬群中，所有墓葬分成南北两排。各排墓葬有６座，

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土坑竖穴。该墓群南排６座墓，各出土１件玉钺和１件三叉形

器，而北边墓葬出土较为典型的是玉璜、圆牌、纺轮等器物，“斧、钺在我国史前墓
葬中一般是男性墓葬的随葬品，所以，判断南行墓列的墓主人为男性大概无误。而

在北行墓列的６座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中没有玉 （石）钺，玉器组合中主要为璜和圆

牌，包括纺轮，所以，判断北行墓列的墓主人为女性也在情理之中”。③ 而南部墓葬

中琮、三叉形器等祭祀礼器与象征军权的钺的发现，说明当时男性是拥有军权 （钺）

和祭祀权力 （琮）的巫师兼军事首领一类人物。尤其在南部男性大墓 Ｍ２中出土一

戴冠羽的神人兽面像的冠状饰，该神人张开双臂，似乎拥抱苍天，显然具有通天地、

明神灵的象征，说明墓主生前即是这种戴冠羽神人的大巫或 “巫王”的角色。④

２０世纪中期西方新进化论学者如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莫顿·弗里德
等，认为在原始平等社会与早期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中介型政治组织形式，并用 “酋

邦”来指代这种组织。塞维斯认为前国家阶段中，“酋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形

式，其统治权力主要是依靠酋长们非强制性质的 “权威”，而非强制性的军事权力。

酋长们的这种 “权威”主要来自部落逐渐强大的宗教神权和这些酋长的生产、生活、

战争经验。莫顿·弗里德也提出了由原始的平等社会到阶等社会，再到分层社会，

并最终演变为早期国家的阶段发展说。这些西方新进化论学说普遍注重酋邦组织中
“权威”的建立及其本质特征，认为神权权威是酋邦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特

征。⑤ 酋邦理论传入我国后，对多维度构建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及演进模式有着重

要启迪。特别重要的是，它让我们了解到在从史前平等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中，

有着漫长的由以首领 “权威”为主向以权力为主的 “威权”型过渡阶段。这一过渡

阶段主要依靠神权权威作为酋邦治理的重要手段，这是区别早期国家以权力强制性

的 “威权”性统治的基本特征。

史前中国社会复杂化进程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纵观史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由平等社会或简单的分层社会，向渐趋复杂的分层社会转化的时

代。在这个转化进程中，原始宗教起到了对聚落社会内凝外聚的重要作用。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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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反山》（上），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７０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８
年第１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瑶山》，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６、２０７页。
由于史前各区域文化发展的程度不一，习俗各异，不排除个别地区会有少数女性巫的
情形。但是作为巫师群体而论，目前尚未发现以女性巫为主体的情况。
易建平：《从摩尔根到塞维斯：酋邦理论的创立》，《史学理论与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距今７０００—８０００年左右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发现
的宗教仪式性器物如龟甲等，仅仅是史前社会初期的原始宗教遗迹，还十分简单、

粗犷、平易；那么经过近２０００年的发展，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原始宗教在祭祀礼仪

及礼器等方面的不断精致化、贵族化、权威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原始宗教逐渐

以一种 “权威”方式主宰着史前社会的先民精神，并在社会分层中不断扩大、显现

它的超然性、公共性神权；同时，作为这种权威力量承载者的巫师群体，也在不断

地层级化甚或专门性地 “祭司”化，并在以神权为主的治理手段中逐步与世俗权力

的 “威权”式手段融合，维护着史前分层社会的精神凝聚与秩序稳定。

三、巫师的文化承载及功能

史前巫师的权威，不仅源于宗教祭祀等礼神事务上，而且还表现在这个群体所

掌握的知识文化及对氏族、部落在生产、管理方面的贡献。“所以巫术信仰与巫术行

为底基础，不是凭空而来的，乃是来自实际生活过的几种经验；因为在这种经验里

面他得到了自己力量底启示，说他有达到目的物的力量。”① 史前的巫师群体，正是

从最初的经验中逐渐获得超乎其时聚落先民的知识文化素养，是早期社会的哲学家、

天文学家、工匠及医者。这种素养使他们既获得氏族、部落先民的尊崇，也影响着

先民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的大小 “传统”。

（一）巫与天文、天象

原始农业比现在更加依赖于天时、气象、节气。从原始思维角度看，变幻莫测

的气象、雷电、风雨也使先民对周围的时空环境更有着畏惧与恐怯。这种情形使天
文历象、观象测时成为原始宗教首先关注的重点。而最早的 “巫”，正是观象测时的

掌握者。

从考古材料看，距今８５００—７８００年的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发现的男性太阳神石

刻图像，在其腰部两旁分别刻画星辰，头上方则刻画有２３条光芒的太阳，就充分体

现出三峡地区早期天神膜拜和巫与天象间的神职意识。在距今７０００多年前的内蒙古

查海遗址中发现用碎石块堆塑出的一条长１９．７米的 “石龙”，其南侧有墓葬和祭祀

坑，应与天象崇拜有关。距今７２００—６４００年左右的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南台地

遗址 （３５４６Ｆ１）中，出土陶尊１４件，其中５件刻画有神兽纹天象图案。这些图像如
神兽太阳纹 （１件）、神兽月相纹 （２件）、神兽星辰纹 （１件），应该与象征天文星

象的灵兽有关。

这些以天文、星辰为对象的龙、凤鸟、神兽纹天象图的发现，说明早期聚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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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６９页。



民的宗教信仰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与天文、天象有关的观象授时或预卜吉凶上。例如
濮阳西水坡大墓 （Ｍ４５）中由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据冯时先生研究，该墓
（Ｍ４５）的墓穴形状与墓葬布局，蕴含着天圆地方宇宙模式、寒暑季节变化、昼夜长
短更替、春秋分日的天文与气象认识。① 这说明 Ｍ４５墓主是既能与天地、神祇沟通
的觋巫，也是通达天文、气象的知识者。

所以，祭祀与天象合一，是早期宗教的重要特征。由于天空中星宿运行的位置变
迁不仅反映了农业节气、风雨雷电的变化，也在先民原始思维中象征着阴阳吉凶、时
空星移，因此其逐渐扩展到对氏族盛衰、部落兴替的人事中。它使史前祭坛、观象台
通常起着宗教祭祀与天文观测的双重作用。这种情形在科技考古中也得到证实。２００９
年３月１８日，中国科学院 “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在距今４０００
多年前的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对春分日出情况进行观测。据项目组观测，当天晨７时
整，冉冉升起的太阳正好出现于古观象台７号的石缝中，太阳下边缘则与远山正好相
切，与春分节气准确相合。② 它说明当时担负观象授时的巫师，承担着主持祭祀，测
定天象，预测雷、雨、风、暴的多种职能；同时也说明 《尚书·尧典》所记帝尧等史
前 “帝”“王”能够融 “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观象授时的功能之说不虚。

在文献中也常可看到将宗教祭祀与观象测时融为一体的记载。如 《左传》昭公元
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

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意为高辛氏之子阏伯被迁于商丘，使其 “主辰”。而 “主
辰”即是对辰星的观测、祭祀。辰星即大火星，大火星系二十八宿之东方苍龙七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之心宿第二宿。相传自颛顼时起，就派有专人观测
此星，并发现了运用大火星来确定季节的规律。所以，当时对大火星的观测、祭祀之
官，也是观天象测农时的官吏，亦称 “火正”。《国语·楚语》：“及少皞之衰也，九黎
乱德，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
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由于 “火正”一职，既是祭祀之官，亦是观测、预
报农业节气的民事之官，故而文献记其有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的民事职能。《史
记·殷本纪》则有商族先祖契辅佐禹治水有功，舜即命契为司徒 （司土）， “敬敷五
教”的记载。司徒 （司土）即是后代与土地、农事相关之官职，即与由商所接续阏伯
之 “主辰”，“黎”之 “火正”之 “司地以属民”的职能有密切关系。它说明史前觋巫
除了占卜吉凶、主持祭祀外，还通过观象测时在农业、经济、民事活动中扮演着领导
者角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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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４５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徐凤先：《“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春分观测记行》，《中国科技史
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关于 “火正”与司徒 （司土）、民生关系，参见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
线》１９７８年第４期；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第４４６—４４７页。



（二）巫与工

“巫”“工”原本一体。最早的 “工”实际是专门制作祭祀用玉器、法器兼从事

祭祀的 “巫”世家。许慎 《说文》释 “工”曰：“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与巫同
意。凡工之属皆从工。 ，古文工，从彡。”因此古代与 “工”相关的字，多从 。
“工”字本义，目前学界尚无一致解释，孙海波曾言 “工”字 “象玉连之形……巫字

卜辞作 ，象巫在神幄，两手奉玉以祀神”。① 是将 视为巫舞的法器，应是有见地

的。《说文》亦释 “巫”为 “工”：“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
褎舞形。与工同意。”许慎认为最早的 “工”与 “巫”实出一意。段玉裁注 “工”

曰：“巧饰也……聿部曰：‘ ，聿饰也。彡部曰彡，毛饰画文也……与巫同意。

有规榘。而彡象其善饰。巫事无形，亦有规榘。而 象其两褎。故曰同意。”② 甲骨

文 “工”作 （《合集》１９４４１），③ 像多用途器具。金文 “工” （“司工丁爵”）由

和 构成。目前学界对此字虽有不同解释，但其字形有祭祀物意可知。因此，甲

骨文 “巫”写作 （《合集》３３１５９），李孝定疑其 “象当时巫者所用道具之形”，④ 以

加 形，有抓、持器物之意。金文 “巫”则写作 （“齐巫姜簋”），实为承续甲

骨文形。所以，《说文》认为 “巫”（）字 “与工同意”；而 “工”（ ）则 “与巫同

意”。⑤ 根据 与 形，则可能表示祭祀神灵的巫舞者手持物形象似 （工）的用羽毛

等 “巧饰”之 “大袖”（“法器”）祝祷降神。所以其后篆文 （巫）为 加两人 ，

表示两人或多人抓、持 “法器”祝祷降神的场面，其字即可能是继承了早期文字
（符号）的 “工”“巫”合一之意。

在巫舞合一的古代社会，巫在向神祝祷的歌舞中，常挥动两袖、手持 “法器”

起舞，因此 “巫”字像人持 “法器”起舞，而 “工”则有巧饰之 “法器”之意。在
早期聚落社会中，打造石制武器、工具应是氏族、部落中各家分内的事。随着原始
宗教的发展，祭祀礼器如精美玉器及石、骨法器在工艺上日益繁复，于是产生了专
门从事治玉与制作法器的 “巫工”世家。⑥ 而最早的 “工”也就成为巧饰祭祀礼器
的设计、制造者的代名词，是氏族、部落中的技作巧匠，是大型祭祀仪式所需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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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 《甲骨文字诂林》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

２９０９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０１页。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工作组编： 《甲骨文合
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以下凡引自该版本，均简称 《合集》。
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４册，第２９２２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２０１页。
尽管随着氏族、部落间交换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专门制作交换产品的工匠、工奴，但
这不是早期 “工”字本义。文献泛称工匠、工役等为 “工”则是西周及以后的事。



玉、石、骨制礼器的制作能手。例如凌家滩墓葬中的９８Ｍ２０，除了发现随葬玉制

钺、镯、璜及石制钺、锛数十件外，尚有玉芯１１１件。这些数量众多的玉芯大多不

配套，可能是制作玉礼器的中间产品，而墓主可能是一个制玉者。从该墓主能够葬

于该祭坛并且随葬品有玉制钺、镯、璜等物看，他既为地位不低的男性，也与宗教

祭祀有关。凌家滩墓地９８Ｍ２３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钻、砺石、石芯等工具及半成

品，说明墓主可能是一个专门制作礼器、饰品的人。而从其入葬该祭坛的墓地位置

看，该人生前亦有一定地位。

所以，早期的 “工”即 “巫”，“巫”“工”一源。由于 “巫”地位崇高，它也使
“工”常与 “王巫”之僚属的 “官”在词源上同义。例如古文献中 “百工”就常指代

为 “百官”。《书·尧典》有 “允釐百工，庶绩咸熙”；《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 “王子

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这里的 “百工”就是指 “百官”。

（三）巫与医

在史前中国，巫、医亦一源。 《说文》： “医，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

篆文 承续金文字形。六书通篆文 用 “巫” 代替 “酉” ，表明了古代巫、医同

源。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巫彭等是医的始作者，所以文献记载巫发明百药。 《山海

经·大荒西经》：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

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

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吕氏春

秋·审分览》：“……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说

明自古以来巫与医、筮就有密切关系。延及后代，亦常有 “巫医”连句。如 《论

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管子·权修篇》有 “上恃龟筮，好用巫

医”之说。 《汉书·爰盎晁错传》有 “为置医巫，以救疾病”。① 早在凌家滩８７Ｍ４
中，除了发现玉制钺、璜等与武器、祭祀有关的大量随葬器物外，还发现具有专门

用途的玉石，而这些玉石可能是刮痧治病的用具。在８７Ｍ１４中除发现玉璜３件外，

还发现玉石料５件，一些研究者认为从其形制看应是中医用的砭石，而墓主则是巫

医。② 这说明该墓主既与祭祀有关，同时还兼具医的职能。所以，古代中医大约出

自史前巫医。而此后巫医以巫降神祛病消灾的事，在历代文献中则多有记载。

（四）巫与原始道德

史前巫师还是原始道德及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从世界人类学材料看，原始时代

许多进入酋邦阶段的社会，正是通过宗教权威的影响维护着聚落社会秩序与原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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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这在古老的埃及、印度、两河文明中都能见到。古代中国亦是如此。有学者认
为：“中国信仰是一种象征权力或符号权力的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基础的权力关
系的建构。”① 由于当时血缘与地缘的交叉性特征，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祭天、祭祖
活动已经成为各聚落群先民凝聚共同精神信仰与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些与
“天”“祖”相联系的宗教信仰即弗雷泽所谓 “公众巫术”起着维护聚落等级秩序的
原始道德观念与规范。而聚落的内聚性更需要通过 “祭祖”“祭天”的宗教信仰而建
构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所以，在前国家时代，这种权力关系更主要
表现为一种与血缘祖先身份高低、亲疏远近，或者与氏族、部落首领的军事统领、

管理经验的 “权威”相交叉的精神力量。李泽厚曾认为：“卜、筮服务于人事，主要
服务于王的政治活动，世俗性与实用性很强烈很明显，仍非心灵慰安之类。”② 它促
使先民产生对 “祖先”“神灵”的敬畏，而又将原始道德伦理去附丽在祖先神灵身
上，以此维护部落、家族间的社会与人伦关系，强化氏族团结。由于这种关系掺杂
了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禁忌及早期的天文、气象等因素，因此它常常使史前
先民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迷幻与科学相互缠绕，互相依托，共同形成原始宗教的
神圣价值与道德观念。

在这里，信仰因素与政治因素、科学因素与伦理因素相互渗透，建构起史前先
民的精神结构。这种情形在考古材料中也能发现。在余杭良渚古城的大型墓葬、祭
坛中，发现大量玉制祭器，这些祭祀礼器不仅是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的使用重器，而
且它还具有维护现实人间秩序的精神震慑功能。如反山墓地 Ｍ１２贵族大墓就发现形
制甚大的玉琮、玉钺、神人兽面的 “神徽”等，它也表明当时人们希望通过死去的
先祖先辈的在天法力，来维护现实人间秩序的信仰。“这种神人兽面纹在良渚文化的
分布范围内都有发现，且形态千篇一律，所以应当就是良渚人心目中共同尊奉的地
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也即整个良渚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③

正是这种文化承载与道德建构功能，使原始巫承担着宗教祭祀、传播知识、

传承工艺、建构道德、维护秩序等多种角色与职能，维持着原始宗教弥漫史前社
会方方面面的 “大传统”。由于这些职能包容了史前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其后早
期国家首领，政府的各种官、吏，大都由巫演变而来。故陈梦家先生认为，上古
官吏，多由巫来，“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
时仍为群巫之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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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 “权威”到 “威权”———史前巫师地位、角色的转化

塞维斯等西方学者曾认为，酋邦能够进行动员与组织、获取资源的力量来源，

主要是宗教神权的 “权威”，正是这种 “权威”使前国家组织在 “非暴力”情形下具
有大规模动员、组织民众的能力。这种理论对解释我国史前分层社会亦有着参照性。

正如前述，从距今７０００年以降的中国史前史来看，许多区域都开始进入社会分层及
冲突、暴力等状态中，也出现了诸多层级特征明显的聚落与聚落群。从考古与人类
学资料看，史前中国各个区域文化演变都是社会分层、原始宗教、血缘继承、世俗
权力等相互纠缠、合力的结果。这种合力使各个区域社会逐渐由 “权威”性管理向
“强制”性的武力、宗教混合体的 “威权”治理方式转型。而且随着史前社会的复杂
化，一些上层人物如巫师之类通过 “公众巫术”而不断占有 “公权力”，并将过去属
于服务性的 “公权力”转变为具有暴力及威慑意味的政治性 “威权”。这些巫师兼首
领集团通过神权和王权力量，在不断占有公共资源的过程中，促进了 “酋邦”向早
期政治国家的转型。

从史前史看，距今７０００—８０００年的北方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和距今６４００年
左右的濮阳西水坡大墓 （Ｍ４５）中都发现了具有祭祀、占卜性质的随葬品或蚌塑龙、

虎等，但是并没有发现数量众多的象征财富与武力的随葬品，这说明这些墓主主要
是主持祭祀、测定天文、从事巫医等以实用性经验服众的角色。在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
的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既发现了大型祭祀场与多个祭祀坑，又在周边发现了与祭祀
有关的大型建筑遗址，它说明该祭祀遗址很可能曾为该区域聚落群的具有较大规模
的 “公众巫术”功能的宗教中心。但是从城头山古城相关物质遗留尚未发现层次明
显的墓葬分级等迹象看，该古城及附近聚落可能还处于阶层分化初、中期的状态中。

但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这种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在辽河流域发现的牛河梁大型祭祀
遗址，其 “庙、坛、冢”三位一体的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群，以及精美而意蕴突出
的宗教祭祀器具，周边的聚落群分布，说明该社会组织已经有强大的对于部落族众
的动员能力。而在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中，在其周围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反
山、瑶山、汇观山等良渚文化大墓、祭坛，以及出土的诸多玉璧、玉琮、玉钺等精
美玉礼器以及 “神徽”“神鸟”“三叉形冠饰”等，则表现出强烈的神祇权威与神人
合一、巫王合一的等级差序的政治、宗教意识。它也说明在史前各个阶段的先民社
会整合中，世俗权力和宗教神祇发挥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由于受生态环境及其他内外诸因素影响，史前各区域在宗教神权与世俗权力的
关系上各有偏重，并产生权力资源配置的差异。李伯谦先生认为在距今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年间，“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
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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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国家”。① 此说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不论权力资源的配置如何侧重， “巫王”

或 “王巫”，即 “巫”与 “王”一身二任的情况却是相差无几的。尤其是距今４０００
多年前，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中原周边区域文化突然衰弱，而以中

原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化一枝独秀。它给了中原文化模式一种新的机遇。即在

以王权为核心的威权模式中，社会资源被更多地投入实用性的建筑，如大型防卫设

施的夯土城墙、环壕、宫城等。而在宗教祭祀方面却相对简朴。这在陶寺文化遗址

中也充分表现出来。如陶寺遗址公共墓地发掘的１３００多座墓葬可以看到，除了极少

数大型墓与部分中型墓外，占总数９０％的１０００余座小型墓无随葬品或仅有极少的

石、骨器具随葬。这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奢靡葬俗有极大区别。但是陶寺遗址

所表现的王权、神权结合的属性仍十分明显。例如该遗址大型墓随葬成套石斧、石

镞、玉 （石）钺、瑗、鼉鼓、特磬、龙盘等重型礼器，其中型墓亦随葬成组陶器和

玉 （石）钺、琮、瑗、佩饰等礼器。这些司掌宗教神权的人物，显然也是掌握着该

部落组织的世俗权力的人物。“在陶寺墓地Ⅲ区中部，五座随葬鼉鼓、特磬的大型墓

集中在一片……死者似乎是同一家族中的几辈人。同时，他们又都是部落中执掌大

权的显贵。”② 它反映了当时王权与神权在结构配置上正发生变化。从随葬的成组陶

器和玉 （石）钺、鼉鼓、特磬等大型礼器来看，世俗王权的 “强制”性力量占据着

更加主动的地位，而族权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它说明其时社会 “权力”已经由一种

实用、经验型的 “权威”存在演变为以王权为核心，包括神权、族权的三位一体的
“威权”存在，首领兼巫师则是这个政治场域中的运作主角。

由上述例子也能看出其时巫师集团身份、地位的变化：随着世俗性权力加大，逐

渐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权力配置结构，宗教则演变为王权形而上的超越、

神圣的本体保障。这种情况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都表现得十

分明显。从二里头文化中发现最早的都城遗址、大型宫殿建筑群、成套的宗教祭祀用

礼器可以看出，它在标示政治等级与宗教祭祀方面的用 “礼”制度和 “礼”器运用方

面有很强的专断性、等级性和独占性特点。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不同于日常用品

的大量陶礼器如爵、觚、盉等，它说明 “礼”器及用 “礼”制度已广泛存在。史前社

会复杂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多种因素的合力，形成了中原地区先民社

会复杂化进程中精神与制度力量的整合。它使社会的维持机制，通过其不断强化的精

神性、礼仪性的物化形式 （例如大型宫殿建筑群、成套礼器群以及等级不同的墓葬制

式等），来达到维持现实社会组织和政治等级的合法性、神圣性的目的。

史前巫师群体的身份、角色则在这种社会演变中不断转化。在距今５５００—４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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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

其大、中型墓葬中发现的如玉璧、玉琮、玉钺、神徽等器物，标志着墓主不仅是具

有与天地沟通的巫师之类人物，也是部落、部族中具有世俗权力的首领。这与在兴

隆洼遗址、濮阳西水坡遗址等发现的 “巫”的情况已完全不同。而在距今４３００—

３７００年前后的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中，这种神权、

王权，以及血缘性族权相结合的 “威权”从整体上看就更加突出。它说明王巫合一

以及宗教权力 （祀）与世俗暴力 （戎）相结合的情况正不断发展。可以说，距今

５５００—３７００年前后的中国，既是早期分层社会 （酋邦）快速发展并向 “古城” “古
国”转化的时期，也是巫师兼首领的权贵由对部落社会的经验型 “权威”管理向强

制型 “威权”统治过渡的时期。它使巫师兼首领的 “巫”“王”合一者成为角逐 “公

权力”场域上的主角。

这种格局是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其结果是使史前中国在还没形成

一个地域广大的统一宗教神时，就在宗教祭祀与自然山川崇拜的基础上，形成以世

俗性的血缘祖先崇拜为中心，以自然禁忌为特征的 “早熟”的宗教信仰及祭祀、禁

忌的格局。这与古代希腊、罗马所建立的以公民政治为基础的超越氏族血缘、贵族
祖先神的，以宇宙和自然神祇为最高护佑神的城邦 （国家）的统一神祇宗教世界有

极大区别。以祖先神为主神的原始宗教信仰，使酋长兼巫师转型为已逝的先王先公

型的受祭者，及现世以暴力与宗教相结合的 “威权”型统治者。也就是说，这时的

宗教神权已成为推动早期国家形成和 “王权”扩张的重要助力，而 “巫政”“巫战”

合一的贵族群体则成为最早的 “王巫”及各级首领和扈从、僚属。关于史前权力系

统的演进，王震中先生曾提出 “王权”源于神权、军权、族权的三来源说，认为
“王权有源于宗教祭祀之权的一面或王本身就是神……事实上，绝大多数原生形态的
国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既产生了掌握祭祀、行政和军事的最高统治者或执政，

也形成了一个辅佐统治的祭司或巫师阶层”。① 这是颇具合理性的。尤其是史前社会

的族权与神权的过早结合，形成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以这种信仰为内涵

的 “公众巫术”仪式中已蕴含了诸多向世俗政治权力转化的因素，它通过祭祀祖先、

天地等礼仪促进了各级酋长 （包括先王先公）的神圣化和神圣权力的扩展。而史前

连绵不断的战争，又催生了各级酋长掌握的军权、神权对氏族、部落的控制，最终

促进了 “王权”的不断发展。

从宗教意义上说，这种祖先崇拜因素又过早结束了史前中国的原始宗教向统一的
宇宙至上神的单向度扩展，使神权屈服、服务于现世王权，由此演变为各首领家族、

部落的护佑神，从而走上了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神权世俗化道路。它的典型表现即是

原始宗教向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早期礼制的转型。这在考古材料中多有表现。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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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６９页。



否认，这种礼制是在吸收、消化了原始宗教的诸多要素后才变化、转型为新的部落政
治体的宗教价值、等级精神。它使原始宗教在向礼制的过渡中没有发生断层式的变
化。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巫王、巫战合一的显贵人物，也通过神权、军权、族权，逐
渐演变为酋邦或早期国家的贵族阶层，并形成文明曙光期的 “巫君合一”传统。

这种情形也表现在原始宗教的主神崇拜中。主神观念是神明崇拜的核心观念。

所谓主神即指宗教诸神系统中统治众神的神。从世界范围看，不少早期部落、部族
的护佑神都在社会阶级的分裂中演化为超世俗、超氏族的护佑城邦的公共自然神祇，

并且在这些自然众神中形成神界之主神系统，而最高神祇则是自然的宇宙神。但是
在中国，早期的宗教与 “礼”则是将部落联盟中占统治地位的部族祖先神作为最高
主神来尊崇，由此提升了这些主神所护佑的氏族、部落的尊崇地位，也随之提升了
这些氏族、部落首领的宗教、政治权力。这种传统使得史前宗教中的主神崇拜与王
权敬畏相互合一。从文献记载的神话、传说看，战国、秦汉以来流传的史前中原帝
王系统中混淆不清的数十个 “帝”“王”，当是一度在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处于优
势地位的各部落联盟中集巫政、巫战身份合一的世代相传的首领。例如 《史记·五
帝本纪》记黄帝时，“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而鬼神山川
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① 俨然是部族首领兼大巫的 “王巫”角色。长
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佚书 《十六经·立命》中，有以 “黄帝为天下宗”的说法：
“昔者黄宗 （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是以能为天
下宗。”② 它说明早在战国人心目中，黄帝既是 “战神”，也是有四张面孔 （巫）、能
预测吉凶的 “巫君合一”型首领。此外，如虞舜时代的尧、舜、禹等，既是先古之
“帝”“王”，亦是带神灵色彩的大 “巫”。《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为政，“类于上帝，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③ 《史记·夏本纪》记 “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
乐，为山川神主”，④ 说明古人心目中的禹也即一大巫。它说明史前中国政治史的演
化过程，也是由 “酋邦”式的实用型、经验型 “权威”治理不断向神权和王权合一
的 “威权”型统治演进的历程。

所以，史前社会的发展，是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的结果。古史传说中的史前
“帝”“王”世系的崇拜对象，其祭祀主神大都是当时统治部族的先公先祖，兼具
血缘祖先神和护佑神性质，是集神圣性、世俗性、社会性品格的最高神祇。 《国
语·鲁语》：“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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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史记》卷１ 《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６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第６１页。
《史记》卷１ 《五帝本纪》，第２４页。
《史记》卷２ 《夏本纪》，第８２页。



王。”在这个祀典中，上古诸多世俗性 “帝”“王”，均成为中原王朝世系的神权与

王权兼具的受祭主神。这种情况在前述陶寺遗址家族式的大型贵族墓及随葬的成

套石斧、石镞、玉 （石）钺、特磬、龙盘的礼器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一直延

续、浸淫到夏商周三代祭祀礼制脉络中。晁福林认为，在商代，祖先神是殷人祈

祷的主要对象。殷王朝从上甲至帝辛共３７王，除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有受到隆

重祭祀的卜辞记载。①

这种巫、王合一的演变，在上古有一个重要转变，这就是史前传说中颛顼的宗

教改革。《国语·楚语》曾记观射父对上古原始宗教三个阶段的阐述：即先古时期的
“民神不杂”；少昊、九黎时的 “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神同位”；颛顼时期 “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的 “绝地天通”

的宗教改革。对于 “使复旧常，无相侵渎”的 “绝地天通”，学界一般认为这是统治

者杜绝民众与 “天”“帝”等至上神祇的沟通，由此获得垄断神、人交往的威权，这

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认为这一次宗教改革扫除了 “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的

旧习，则有失允当。实际上 “绝地天通”的结果，主要是将 “民” “神”沟通等级

化、层次化、礼仪化了，它规定了人与神交往、沟通的层次性，使先民社会在宗教

祭祀主体上各祭其神，各主其宗，“家为巫史”“民神同位”的情况仍然存在。它使

各级臣、民形成各自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族、宗族祖先神礼祭、尊享的礼仪制度，

也形成民众对所处地域的山川诸神 （如土地、山林、河流神祇等）的禁忌与祭祀。

它由此改变了过去王、臣、民均能够与天神沟通的祭祀方式，而仅仅由 “王巫”及

附属臣巫来垄断与最高神祇的交通。所以，颛顼宗教改革使王者被定格为与上天交

通的最高巫者，是 “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言人。而各级附属的部落政治体只能在自

己的属地中举行祭祀、封禅等仪式。这种情形在商周时可以清晰看出。应该看到，

颛顼的宗教改革虽然断绝了虞夏先民与最高天神的交往通道，改变了民间祭祀的主

神等次，却使原始先民与最高神祇的沟通转化为民间更加广泛的以家族、宗族为单

位的对自然山川的泛灵禁忌、山川崇拜的宗教建构，并转化为不同等次的各级官、

吏、民对自己家族、宗族祖先神的 “家祭”“宗祭”“族祭”仪式，由此形成自上而

下的 “宗自为祀”“家自为祀”“各宗其主”的现象。《礼记·曲礼》：“非其所祭而祭

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国语·鲁语上》：“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

之典祀也……非是，不在祀典。”正是早期国家在祭祀、封禅的垄断化、等级化方面

的反映。所以，颛顼宗教改革使宗教祭祀主体、主神的等序化逐渐固定下来，代表

国家层面的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与民间社会的 “宗自为祀”“家自为祀”及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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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１期。晁福林还提到，迄今所
见关于祭祀上甲的有１１００多条卜辞，祭祀成汤的有８００多条，祭祀祖乙的有９００多条，
祭祀武丁的有６００多条。在全部卜辞里，确认为祭祀祖先的卜辞共有１５０００多条。



灵崇拜并存共生，由此使早期国家与民间社会产生了在祖先崇拜、泛灵禁忌与自然
神灵祭祀上的二元化宗教现象。

王权对最高主神祭祀的垄断，切断了自然界诸神向统一、超越的宇宙主神上升

的道路，它使 “王”兼 “巫”者的一身二任的祭祀天地、封禅山川的功能更加突出。

民间社会中形形色色的 “家祭”“宗祭”，也使各宗族、家族内部的祖先崇拜和血缘

祭祀泛起，形成不同等级和规格的神主 （祖先）崇拜，并与国家宗教祭祀一道产生

了由权力距离形成的等级差异的祭祀礼仪。它的结果是淡化了普通中国人对于国家

统一神祇的尊崇与信仰，强化了民间社会对乡土社会神祇 （如土地、山川等神）及

对自己的宗族先祖的尊崇、礼祭，形成国家、社稷与乡土社会各祭其祭、各祀其祀

的宗教传统。这也使过去正在分化的巫师群体进一步呈现二元分离局面。例如王权
及宫廷巫师作为最高神祇的代言人，在祈祷社稷永久、年事丰登等方面享有最高的

与天、帝相通的优势。而民间对 “天”的祈祷、诉求，以及祈求风调雨顺、多福多

子、选择吉地、降神占梦、驱邪逐鬼等则由民间巫去执行。所以，颛顼改革使史前

宗教更加凸现出国家、民间的二元格局，同时也奠定了其后商周时代巫师群体角色

进一步二元分离的基础。

五、商、周时代的巫角色、功能的转变

从夏至商，虞舜时代的宗教传统在传承中不断 “变异”。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

阙如，对夏代国家及宗教、祭祀礼仪我们还不能详细探讨。可是，从华夏早期的神

话、传说看，夏代基本继承了虞舜时代原始宗教的种种特征，最高统治者垄断了最

高天神与人间交往的威权，尧、舜、禹、启等仍然是集王权与神权为一身的首领兼

大巫，具有与 “天”沟通、代 “天”发号施令的权力。

商代甲骨卜辞的发现，使我们初步地了解其政治、宗教情况。在商代卜辞中，

“帝”或 “上帝”具有最高权威。它可以命令、指挥各种自然神祇如雷、电、风、

雨、云等，也管理着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如战争、出行、作邑、婚姻、狩猎等各种事

务。从商代卜辞、金文看，商代至上神的 “帝”或 “上帝”，既是自然与人间的主

宰，也是殷民的祖先宗主神祇，即商民族的祖先神。胡厚宣先生曾经指出，“从早期

即武丁时的卜辞中，就出现了上帝的称号而已”。① 例如武丁时的卜辞就将自己的生
父称为 “帝”。在殷代人心目中，自己部族的先公先祖就是最高的神祇。商代的先公

先王本来均为本部族主神，但在商立国后，均跨越部族神的身份而成为天下各部族

的最高共神。这样，殷人所崇拜的上帝鬼神也就成为诸侯方国所崇拜的上帝鬼神。

以统治部族的祖先神为主神的祭祀制度，表明三代礼制中与 “帝”相通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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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下），《历史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１０期。



诸神，乃是地上王者的祖先及其附属方国的先公、先王。同时，商代王室还按照人
间政治、尊卑等级而设立了以商人祖先神为最高主神的神权秩序及等级性祭祀礼仪。

在这种祭祀礼仪中，主持祭祀的仍然是商代最高的 “巫王合一”的 “王”，及其属下
方国、大臣等各级 “巫政合一”的首领。卜辞中，有商王自称 “余一人”，并由王直
接下卜辞断语的记载。《吕氏春秋·顺民》记汤时大旱，“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陈梦家先生亦认为：“卜辞中常
有 ‘王卜’、‘王贞’之辞，乃是王亲自卜问，或卜风雨或卜祭祀征伐田游……凡此
王兼为巫之所事，是王亦巫也。”① 所以，“巫王合一”“巫政合一”是当时现实的社
会政治现象。管东贵先生曾提到周行封建初期实行的是 “祭政合一”，即祭祀及讨论
政务都在祭祖用的 “庙堂”中进行，只有到了周代封建制解体时才渐演变为庙堂祭
祖与朝廷论政各有场所。② 这样，在商代王权中，神权与王权始终纠缠在一起。商
王室在垄断最高神权的同时，也占据了与 “帝”“上帝”沟通的大巫师地位。

随着国家职能的发展及宗教的二元分化，巫师群体也出现进一步的二元分化与
细致的职能分工。这种分化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随着王朝领域的扩大、官僚职能
的细化，王者逐渐成为象征性的 “大巫”角色，而日常的巫、卜事务则由专门为王
室服务的巫、祝、卜等 “祭司”一类的神职人员承担；其二，由于国家与民间在权
力距离上的加大，宗教、祭祀的二元分离更加突出，在民间形成许多涉及社会性事
务的卜、祝、医之类的民间巫，他们以替民众禳灾祛病、占卜算卦、趋吉避凶等为
职能，成为专门的群体活跃在民间。这样，随着民间巫、祝事务的发展，史前氏族、

部落中的巫亦形成不同功能、职业的巫师群体，并且在社会演进中其职能也在随之
变化、发展。

例如在商代，随着王朝领域的扩大，王权世俗性事务的增加，虽然商王仍然是
最高地位的主持国家宗教祭祀的大巫，可是日常的占卜、祭祀职能却是由专门的巫
师群体如 “贞人”等神职人员来承担。随着时间流逝，主管国家宗教祭祀、预测吉
凶、典藏王室宗谱、记载王朝大事的神职人员逐渐演变为官僚群体中的一个专门部
分。如商王室就有专门的 “贞人”群体。这些 “贞人”地位极高，卜辞中往往有
“贞人”和殷先王一起受祭的纪录。例如卜辞有：“辛酉卜，宁风巫九豕”（《合集》

３４１３８）；“辛亥卜，小禘北巫”（《合集》３４１５７）等。传说中巫咸、巫贤等均为商王
重臣兼巫师，如 《尚书·君奭》有太戊时 “巫咸王家”的说法。 《说文》 “巫部”

亦曰：“古者巫咸初作巫。”段玉裁注：“盖出 《世本·作篇》……马云：‘巫，男巫，

名咸，殷之巫也。’郑云：‘巫咸，谓为巫官者。’”③ 这些传说表明巫咸、巫贤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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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２０期，１９３６年。
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６页注３。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２０１页。



傅说等虽为商大臣，亦可能兼及主持祭祀及巫卜之职。

从巫的社会功能来看，商代巫的职能不仅涉及王朝的政治、财政、军事、祭祀

诸事务，也广泛涉及诸如水旱灾异、作物丰歉等民间事务。例如在卜辞中，以舞求

雨是一种经常性的宗教祭祀活动。商王常自任巫师为舞求雨，“……王舞允雨”（《合

集》２０９７９）；“……王其乎舞……大吉”（《合集》３１０３１）。卜辞中常有 “今日奏舞

从雨”（《合集》１２８２８）等记载，说明当时求雨主要是用一种巫舞的礼祭媚神方式。

这种方式正是史前原始宗教巫舞合一的遗留。由于中国国家的 “早熟性”，使许多原

始宗教的内容遗留下来，成为三代宗教祭祀的基本内容。

从商至周，巫师职能不断细化为巫、史、卜、祝等专门负责祭祀、占卜、记事

的官员。特别是周代朝廷中巫职能演变更加明显。一方面王权利用 “天”与 “德”

来证明周王朝形而上的 “天命”本体保障，并通过 “礼制”将 “神”寓于 “礼”

“德”中。它使国家宗教祭祀、占卜等成为王朝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当

标志神权的国家祭祀、占卜等寓于王朝礼制中时，巫等神职人员也逐渐融入周代礼

乐系统中担负祭祀、占卜、事神、祈福的体系内，成为周代礼制中专门从事神职的

人员 （如 《周礼》所述 “六官”中的 “春官”系统），成为王室的专职 “祭司”角

色。《礼记·礼运》有 “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之语；《周礼·春官宗

伯》谓 “占人”职能是 “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孔颖达
《周易正义·巽卦》注疏谓 “史”“巫”云：“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

人也。”① 说明其时的巫官、卜史对王权有既依附又服务的特点。同时，周代巫的职

责分化更加明显。《周礼·春官宗伯》有大宗伯、小宗伯、大卜、筮人、大祝、巫官

等记载。如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等。这种情形使我们看到上古的 “巫王一体”，已随着王与官僚

之间权力距离的加大，朝堂诸多巫官、巫臣转化为专门从事神职的僚、吏，并成为

周代礼乐系统中负责祭祀、占卜、事神、祈福的主持或操作者。同时，在民间，巫

的降神占梦、舞雩求雨、驱除疠疫等仍然盛行，并继承了原始巫之遗风，代代相传。

特别是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巫的民间化和乡里社会中以巫占卜吉凶、禳病祛疾、

驱逐恶疠等亦呈普遍趋向。例如 《逸周书·大聚解》有 “乡立巫医”说。《管子·权

修篇》有 “上恃龟筮，好用巫医”之论。《荀子·王制》记：“相阴阳，占祲兆，钻

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在马王堆出土西汉医学

帛书 《五十二病方》中亦叙录大量以祝由巫术愈病如以祈祷 “黄神”来驱邪逐鬼等

巫技、巫法等。②

·０９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①

②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 《周易正义》卷６，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６９页。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３２—３４０页。



三代时一个重要宗教现象，便是女巫的专门化。在史前，主持祭祀、占卜、与
“天”沟通的巫师通常是氏族、部落的男性首领。但在三代尤其是商、周时代，随着
父权制的发展，女性地位的进一步卑弱化，于是以女巫舞 “雩”求雨，焚女巫为牺
牲以贿神，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祈雨方式。在商以前的考古材料及神话传说中，我们
很少看到女巫沟通天地、主持祭祀，或焚女巫求雨、女巫舞雩等内容。但在商代卜
辞中，以女巫代替王室 “通天” “贿神”的祈雨仪式却多次出现。如卜辞有： “贞，

今丙戌烄 从雨。”（《合集》９１７７正）“其烄，此又雨。”（《合集》３０７８９）“烄”

字系求雨而焚烧人之象形字。从卜辞看，这些被焚烧的人往往是带有女字旁如等
的女巫。而在西周时期，亦专设女巫来 “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 《周
礼·春官宗伯》记司巫 “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
帅巫而造巫恒”。司巫下设 “男巫，无数。女巫，无数”，男巫执掌望祀、望衍、授
号等事；女巫则职掌 “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

诸事。这是因为在古代宗教中，人们往往认为干旱是阴阳不调造成的，因此需要以
地上之阴 （雌）、妩柔去媚、合天神之阳 （雄）、刚。汉代董仲舒曾记女巫舞 “雩”

之理曰： “大旱者，阳灭阴也。故崇阴以厌之，用女巫舞雩也。”① 所以 《春秋繁
露·求雨》篇记其时求雨之俗曰：“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②

这种赤裸裸的以女子 “和而乐”的说法应该是三代流俗所遗。这种阳尊阴卑、阴阳
和合的观念，导致女巫主要从事岁时祓除、舞雩求雨、临丧下神、遇大灾歌哭等献
身媚神、以身贿神等祓、雩之事。

女巫群体的出现，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众所周知，国家具有社会整
合与阶级压迫两大功能。在国家的阶级压迫功能中，除了统治者对普通民众的阶级
压迫，便是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这种压迫，除了要求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
从与献身外，便是以女性充当祭 “天”媚 “神”的牺牲。因为在父权制社会的文化
潜意识中，作为至上神的 “帝”“天”，应该是当然的 “阳”“刚”之尊，天大旱，即
应以 “阴”柔之物来仰合而贿赂之。如 《周易·咸卦》有 “（泽山咸）兑上艮下”卦
象，《荀子·大略》则释为：“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
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说明 “阳” “刚”之尊，
“阴”“柔”之卑，在早期国家中是天经地义的礼义之本，因此以女巫舞雩作为媚神
之举，便被认为是当然之事。《山海经·海外西经》有：“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
之……以右手鄣其面。”它暗示了其时以女巫作为求雨牺牲被虐的残酷画面。所谓
“女丑之尸”，即女巫在舞雩求雨中作为牺牲被 “十日”暴晒时 “以右手鄣其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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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卷５０ 《春官·女巫》 “旱暵，则舞雩”条下注疏引 《春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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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１６ 《求雨》，凌曙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５４页。



可奈何的惨象。故 《说文》训 “巫”为 “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① 这种女巫
以 “舞”媚神、降神、贿神的说法，应是三代国家产生后的后起之义。

由于西周礼乐体系是一套复杂的政教合一体系，它除了包括西周的政治等级制
外，还通过礼乐制度融入了古代宗教中的祭祀、占卜、舞雩、驱疠、望祀等内容，

将具有 “天命”与 “德”的本体保障的王权合法性通过 “礼”所标示的等级观念固
化下来，形成 “天命”、神灵蕴含在 “礼”中的现象。这种 “天命”与 “德”的结合
使周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成为 “天命”保佑的内在条件，使 “德”成为最高的精神价
值及哲学本体。由于 “天命”、神灵蕴于 “礼”中，就使先秦时代的早期宗教无法构
成一个能超越王权 “天命”观及世俗政治等级观的宗教信仰与秩序，从而奠定了周
代的国家祭祀、“天命”信仰及道德价值观念对各种宗教信仰的整合与控制。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 “德”的本体化不是对早期宗教的消解，而是将古代宗教各要素吸收
进政教合一的礼乐体系中，蜕变成官方 “礼制”的一部分，巫、卜、筮、祝等也成
为周王朝官僚体制及 “礼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说明古代中国在经历巫术时代
后，尽管没有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出现统一宗教神的信仰体系，但传统巫术、巫
师及其信仰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特有的 “礼制”形式对巫术，尤其是弗雷泽所说
的 “公共巫术”部分加以改造与转化，通过强化祖先崇拜而最终形成古代中国以
“家族”“宗族”为核心的形而上 “礼制”传统。而服务于民间的 “个体巫术”及实
用性巫术等，则与这种具有形而上特征的 “礼制”相脱离，继续存在于民间社会。

这是因为在古代政治国家发展中，由于统治阶级有意加大官、民之间的权力距离，

而这种权力距离产生的作用力就使上层社会与民间基层社会对于宗教 （或巫术）的
取舍日趋分离。它使民间巫、卜更趋向与下层社会的结合，民间巫术在基层社会不
断发展，而使古代中国宗教的二元分离现象及国家宗教与下层宗教的张力越加突出，

巫师群体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国家权力通过礼乐系统不断整合、吸纳早期宗教内
容，宫廷中巫、祝、卜的功能通过皇室隆重的礼祀天地、河流、山川的宗教祭祀活
动而表现出来。宫廷巫、祝不仅成为代王室礼天、祀地的职官群体，也成为其后

２０００多年来帝制中国礼乐祭祀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巫、卜则在乡里社会的
延续中，成为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周代 “礼制”对古代宗教各
要素的融合，使过去巫的功能在与礼乐精神整合、同一的保存、改造和转化中，逐
渐淡化了原始巫、巫术的符号及象征意义；而在民间，由于下层社会需求，也使一
部分继承原始巫术的巫、卜活跃在民间，成为中国古代乡里社会对民众生老病死、

禳灾消祸、驱疠求福有关的专职性载体，并构成古代中国历时悠久的民间巫术传统。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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